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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中国分税制改革的重要补充,对实现中央政府政策意图和协调地方政府行为具有

重要作用.在经济与生态环境矛盾不断凸显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分别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面板数据

模型分析了中国省级行政区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经济发展的激励使得中国纵向转移支付

具有显著的环境污染效应,维护既得利益、谋求发展和制度不规范是造成税收返还与各类转移支付的作用机制

存在差别的原因.因而,转变发展观念、建立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和完善创新绿色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缓解现

有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并助力于中国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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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突出矛盾.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

式,使得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生态环境隐忧日渐凸显,严重威胁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

２０１６年发布的«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环境竞争力仅排在第８５位.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负

外部性的特征,其治理主要依赖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模式,拥有充裕的财政资金成为分权体制下地

方政府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条件.中国式分权体制框架下,纵向转移支付作为中国分税制

改革的重要补充,逐渐成为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发展意图和协调地方政府发展行为的重要手段,在协调

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深化,转移支付资金规模

也因发展需要而不断扩大.２０１７年,中国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决算数分别

高达８０２２􀆰８３亿元和５７０２８􀆰９５亿元.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

转移支付是否体现了中央实现绿色发展的政策意图? 其中的激励效应又如何? 如此大规模的纵向转

移支付资金是否会对环境污染治理产生显著影响,以及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治理的作用

机制是什么? 据此,本文收集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３０个省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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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板数据,进而实证检验了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为完善

中国转移支付制度和促进社会经济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早期学者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其中,多数学者认

为经济增长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向影响,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难以协调发展[１][２][３].也有部分学

者致力于探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对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

“倒 U型”关系的探讨[４][５][６].由于财政体制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将上述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的

财政支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即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一方面,财政支出可以通过提

供环境公共品的方式直接作用于环境质量.例如,朱小会和陆远权选取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中国省级面板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节能环保类的财政支出具有积极的环境改善效应,能够显著减少污染物

的排放[７].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也可以通过刺激经济发展的途径间接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例如,卢
洪友和田丹、卢洪友等和姜楠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通过作用于经济发展进而对环境质量产生

间接影响[８][９][１０].中国纵向转移支付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资金来源,不同形式的转移支付会影响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１１].进而,有部分学者直接探讨了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例如,宋丽颖和杨

潭选取了２００７~２０１４年中国黄河流域沿线７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从纵向和横向

的角度研究了不同来源的转移支付对环境治理的影响[１２].贺俊等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中国省级面板

数据,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转移支付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１３].孙开和王冰通过对中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和节能环保支出的转移支付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央政

府对地方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具有的收入效应能扩大支出规模而产

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应,而专项转移支付不仅导致地方财政事权增加,还可能挤出地方财政支出,降
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不利于环境治理[１４].针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之间的关

系,周黎通过实证检验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地方政府存在偏好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因而,纵
向转移支付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激励效应不足的现象,虽然专项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节能环保支出

正相关,但由于专项转移支付存在不确定性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其还不能完全抵消一般性转移支付

所产生的负向影响[１５].
上述文献奠定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不足是,以实证为导向的研究

方式并未能充分揭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同时,以上研究都没有对转移支付的类

型进行更为细化的区分,过于综合和粗糙的数据难以检验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差别.据此,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在理论分析方面,我们使用内生增长模型对比探讨了税收返

还和转移支付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第二,在数据方面,我们获取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

中国大陆地区３０个省级行政区完整的转移支付数据,其中不仅包含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加总数

据,还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类详细数据;第三,在实证检验中,我们运

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了经济发展背景下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更好地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并对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理论模型

本文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厂商、消费者和政府的三部门模型,以探讨中国纵向转移

支付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一)厂商

借鉴Barro将政府财政支出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经典做法,一个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如

式(１)所示[１６]:

Q＝F(K,L,G)＝Lf(k,g) (１)
式(１)中,Q为产出水平,K为资本水平,L为劳动水平,G为政府支出水平,k和g分别为 K和 G

的单位劳动力下的投入值.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扩展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式(１)形式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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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其单位劳动产出形式如式(２)所示:

q＝
Q
L＝f(k,g)＝Akαg１－α (２)

式(２)中,q为单位劳动力产出水平,A 为技术水平,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１－α为政府支出的产

生弹性,０＜α＜１.
(二)消费者

我们假设消费者的总效用水平取决于消费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并且消费者偏好消费而厌恶环

境污染,故前者会促进消费者总效用水平的提高,而后者正好存在相反的影响.本文采用经典的、相
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的函数形式来刻画消费者的总效用水平,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形

式如式(３)所示:

U(c,p)＝
(c１－φpφ)１－σ－１

１－σ
(３)

式(３)中,U(􀅰)表示消费者的瞬时效用函数,c为消费水平,p为环境污染水平,φ为消费者对环

境污染的偏好程度,１－φ为消费者对消费的偏好程度,σ为瞬时替代弹性.按照前述研究假设可知,

－１＜φ＜０,０＜σ＜１.进一步,消费者通过选择最优的消费路径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水平,即:

Ω＝∫＋¥

０ U(ct,pt)e－ρtdt (４)
式(４)中,Ω为消费者的总效用水平,ct 为时间t时的消费水平,pt 为时间t时的环境污染水平,ρ

为时间贴现率.同时,私人资本的积累方程,如式(５)所示:

k̇＝(１－τ)y－c (５)
式(５)中,τ表示宏观税率.
(三)地方政府

我们假设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本地的税收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具体到中

国省级政府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央政府向省级政府的财政资金转移形式包括: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

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是中央政府根据与地方政府在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等确定的分

成比例,将税收收入按照规定比例返还给地方政府;一般性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根据地方政府的财力

缺口,按照确定的规则公式对后者的财政支出进行财力补助,且以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份为主要补助

对象;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进行社会事务所需的财政支出或对后者进行特定项目

的财力补助,进而转移给地方政府具有指定用途的财政资金.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假设中央政府获得

的税收收入比例为θ,其中０＜θ＜１,θ越大,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越少,且地方政府最终获得的税

收收入(１－θ)τy.虽然专项转移支付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与地

方政府的支出有关,为了简化理论模型,我们参考 Gong和Zou的研究将其表示为支出的一定比例

ηs,其中比例系数η∈(０,１)[１７].在地方政府收支平衡的假设下,构造预算约束方程,如式(６)所示:

s＝(１－θ)τy＋ηs (６)
(四)动态最优化

通过上述分析,消费者通过选择最优的消费水平和环境污染水平最大化自身一生效用水平的问

题可表示为:

max∫＋¥

０ U(ct,pt)e－ρtdt

s．t．̇k＝(１－τ)y－c{ (７)

通过式(７)构造 Hamilton函数,如式(８)所示:

H＝U(c,p)＋λ[(１－τ)y－c] (８)
式(８)中,λ为 Hamilton乘子.
对式(８)求一阶导,并根据横截条件lim

t→＋¥
k(t)e－ρt＝０,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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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１－η)c(１－η)(１－σ)－１pφ(１－σ)－λ＝０

∂H
∂k＝λ(１－τ)αAkα－１g１－α＝ρλ－̇λ

ì

î

í

ï
ï

ï
ï

(９)

进一步通过式(２)、(６)和(９),可得均衡路径下的最优增长率为:

rc＝
ċ
c＝

１
σ＋φ(１－σ)[(１－τ)ατ

α
１－αA

１
α(１－θ)１－α

α (１－η)α－１
α －ρ＋φ(１－σ)rp] (１０)

由式(１０),可得:

rp＝
ṗ
p

＝
１

φ(１－σ)ρ＋[σ＋η(１－σ)]rc－(１－τ)ατ
α

１－αA
１
α(１－θ)１－α

α (１－η)α－１
α{ } (１１)

１．税收返还与环境污染.为了分析税收返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对式(１１)求关于中央政府

税收分成比例θ的偏导数,可得:

∂rp

∂θ＝
１－α

αφ(１－σ)[(１－τ)ατ
α

１－αA
１
α(１－θ)１－２α

α (１－η)α－１
α ]＜０ (１２)

由式(１２),我们发现,随着中央政府在央地税收分成中比例的提高,污染会降低.从税收返还的

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越高,地方的环境污染越严重.这说明以“高投入”“高消

耗”和“高排放”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在取得惊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

重的环境代价,面临着严重的污染问题.地方政府得到较多的税收返还,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

入,故税收返还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激励.进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
会进一步追求经济和税收的增长,导致因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剧.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研究

假设 H１:

H１:税收返还对环境污染具有正向影响.

２．转移支付与环境污染.为了研究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我们对式(１１)求关于转移支付

系数φ的偏导数,可得:

∂rp

∂η
＝－

１－α
αφ(１－σ)[(１－τ)ατ

α
１－αA

１
α(１－θ)１－２α

α (１－η)－１
α]＞０ (１３)

由式(１３),我们发现,随着中央政府提高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比例,会加剧地方的环境污染.
虽然转移支付与税收返还同样具有环境污染效应,但其内在的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于中国

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较强的环境污染性,税收返还产生环境污染效应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维持既得利

益的动机,而转移支付则是激励获得较多转移支付的地区加快发展赶超发达地区而导致的环境污染

加剧.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H２:

H２: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具有正向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在理论模型部分,我们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利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纵向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
因此,在实证部分,我们将包含环境效应的污染方程和包含经济增长的增长方程联立方程组,构造面

板方程组进行后续的研究,以降低模型内生性问题产生的影响.其中,我们以环境经济学中广泛采用

的STIRPAT(Stochasticimpactsbyregressiononpopulation,affluenceandtechnology)模型为基础

构造污染方程;增长方程则源于经典的CＧD生产函数.我们对污染方程和增长方程中个别影响因子

进行适当分解和改进,构造如下对数形式的双项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方程组模型:

lnpi,t＝α０＋α１lntrpi,t＋α２lngdpi,t＋α３lnindi,t＋α４lndpi,t＋α５lneivi,t＋ηi＋γt＋εi,t

lngdpi,t＝β０＋β１lngfei,t＋β２lnfivi,t＋β３lnindi,t＋β４lnhci,t＋μi＋λt＋κi,t
{ (１４)

式(１４)中的第一个方程为污染方程,第二个为增长方程.在污染方程中,p表示污染强度,trp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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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转移支付水平,gdp表示经济水平,ind表示产业结构,dp表示人口密度,eiv表示环境投资水平,ηi

表示个体效应,γt 表示时间效应,εi,t表示误差项;在增长方程中,gdp表示经济水平,gfe为财政支出

水平,fiv表示投资水平,ind表示产业结构,hc表示人力资本,μi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λt 表示年份固定

效应,κi,t表示误差项.
(二)指标选择

第一,被解释变量.在污染方程中,对于污染水平的衡量,我们采用如下方法:由于二氧化硫一直

是中国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物之一,易产生酸雨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因而成为中国“两控区”
等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重点处置对象,故二氧化硫排放强度能够较好反映中国地区污染强度的变化

情况.同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我们使用单位辖区面积二氧化硫(SO２)的排放量来代表污

染强度(p),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以通过水污染检验结论的稳健

性.在增长方程中,我们采用文献中通常的做法,以人均 GDP衡量经济水平(gdp).
第二,解释变量.我们通过人均转移支付规模来表示转移支付水平(trp),并对比探讨税收返还、

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三类具体转移支付的异同.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我们采用第二

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nd),单位辖区面积的常住人口数表示人口密度(dp),人均

工业污染治理额表示环境投资水平(eiv),人均财政支出额表示财政支出水平(gfe),人均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表示投资水平(fiv),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人力资本水平(hc).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大陆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后续的

实证检验.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的公开统计资料,并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对名义变

量进行了平减.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转移支付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财政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并通过向有关

部门申请数据公开的方式进行了补充;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常住人口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和６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等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具体的变量描

述和数据说明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数

pＧso２ SO２ 放强度 吨/平方公里 ６．３９８ １０．８０３ ０．０４５ ８１．３５１ ５４０
pＧcod COD排放强度 吨/平方公里 ５．０２４ ７．５８１ ０．０４４ ５３．６７０ ５４０
trp 总转移支付 万元/人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３３５ ５４０
trpＧtr 税收返还 万元/人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４ ５４０
trpＧgtp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万元/人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４３ ５４０
trpＧstp 专项转移支付 万元/人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 ０．１８４ ５４０
gdp 经济水平 万元/人 ０．８２２ ０．４５１ ０．１９２ ２．５４０ ５４０
ind 产业结构 ％ ４５．５６３ ７．８８４ １９．０１４ ５９．０４６ ５４０
dp 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５ ５４０
eiv 环境投资水平 万元/人 １２．８４６ １１．５２７ ０．９９３ ９７．９０７ ５４０
gfe 财政支出水平 万元/人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９ ０．５３６ ５４０
fiv 资产投资水平 万元/人 ０．４６５ ０．２３７ ０．０７７ １．４１０ ５４０
hc 人力资本水平 年/人 ８．５０７ １．０４６ ５．９６８ １２．５１８ ５４０

四、实证分析

(一)基础回归

我们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３SLS)对面板数据模型(１４)进行估计.基本估计过程为:我们先通

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每个方程进行估计,得到整个方程系统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后,再对整个方程

系统进行 GLS估计.以通过系统估计的方法提高对整个方程系统的估计效率,弥补采用单方程估计

的不足.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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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基础回归主要结果

总转移支付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分类转移支付Ⅰ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分类转移支付Ⅱ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trp
０．１３４∗∗∗

(４．０７)

trpＧtr
０．２２８∗∗∗ ０．１５５∗∗

(２．６５) (２．１３)

trpＧuntr
０．１２０∗∗∗

(３．４５)

trpＧgtp
０．１３６∗∗∗

(４．６３)

trpＧstp
２．３６８∗∗∗

(１５．８３)

gdp
０．８６９∗∗∗ ０．８３４∗∗∗ ０．１５３
(３．２８) (２．９９) (０．７０)

ind
０．１０５ ０．１７９∗∗∗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９∗∗∗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７∗∗∗

(０．５８) (４．９６) (０．４３) (４．９８) (１．４１) (４．９２)

dp
０．２９０ ０．２６７ ０．０７４
(１．３７) (１．２５) (０．４１)

eiv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２
(２．７０) (２．６４) (－０．１６)

gfe
０．１６４∗∗∗ ０．１６３∗∗∗ ０．１６３∗∗∗

(６．８６) (６．８３) (６．５２)

fiv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２∗∗∗

(１１．８９) (１１．８８) (１１．５４)

hc
０．４２８∗∗∗ ０．４３１∗∗∗ ０．３４７∗∗∗

(４．５８) (４．６１) (３．４６)

cons
－５．９４２∗∗∗ －０．８５１∗∗∗ －５．６８１∗∗∗ －０．８６２∗∗∗ －６．３３５∗∗∗ －０．６５７∗∗

(－６．７５) (－３．４２) (－６．４８) (－３．４６) (－８．７９) (－２．４９)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９６０ ０．９８５ ０．９６１ ０．９８５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５

Chi２ １３１７７．００ ３６４９９．５７ １３２１６．８０ ３６４８６．３８ ２１４８０．８７ ３６５６０．８６

N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在表２中,我们给出了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总转移支付及分类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的回归估计

结果,基本实证结果同理论分析一致,即转移支付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如表２中第１列所

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中央政府对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每提高１％,将可能导致地方SO２排

放强度增加０．１３４％.如同我们在理论模型中的分析一样,由于当前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较

严重的环境污染,具有经济刺激作用的财政支出会带来污染的加剧,因而转移支付增加地方政府的财

政支出后,虽然提高了地方的经济水平,但也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对于这一机制的实证检验,我
们可以通过同时考察式(１４)中的污染方程和增长方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首先,在污染方程中,我
们还可以发现,经济水平提高１％,也会导致明显的环境污染,使得SO２ 排放强度增加０．８６９％,其显

著性水平为１％.同时,在增长方程中,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提高１％,使得人均 GDP表示的经济

水平提高０．１６４％,且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以上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政府财政支出

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也会带来显著的环境污染问题,导致进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中央政府对省级政

府的转移支付具有一定的环境污染效应.正如理论分析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的污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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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众多经济和社会政策具有污染性的根源所在.当前发展所产生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速度虽然

在下降,但经济规模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趋势依然明显,如何彻底破解发展和污染之间对立局面,
扭转污染趋势,是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突破点.

在表２中,我们还对比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如第４列和第６列所示,税收返还在１％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SO２ 的排放强度,系数大小为０．２２８和０．１５５.除税收返还外,转移支付的弹

性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０．１２０,总体上略小于税收返还的影响.但进一步区分一般性转移支

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后,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发现:专项转移支付的弹性系数最大,为２．３６８;税
收返还次之,为０．１５５;一般性转移支付最小,为０．１３６.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存在环境污染效应大小的

区别,作用机制也因转移支付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别.在理论分析中,我们主要区分了税收返还和一

般性转移支付的影响机制的差别,前者是对既得利益的维持,而后者则是因遵循污染发展路径而具有

环境污染效应.与此不同,专项转移支付的环境污染效应可能与其自身制度特点有关.例如,专项转

移支付分配规则不固定,项目种类繁多,考核监督机制落后,同时,中央政府指定用途的规定,往往需

要地方政府进行配套,导致省级政府难以对其形成预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省级政府对专

项转移支付资金使并未按原有合同执行,往往挪作经济发展等其他用途,由于资金规模较大,因而也

产生了更大的污染.
在控制变量方面,各变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本与已有研究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其中,以第二产

业产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加剧了环境污染,但有利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与中国通过发展高污染

工业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基本一致.在污染方程中,人口密度的弹性系数为正,但并未通过１０％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人口迁移与环境污染存在时间动态发展关系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随着居

民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需求变化而变动,导致人口密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就可能变得不显

著.环境投资水平与环境污染正相关,与通常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由于环境投资主要来

源于企业,采用事后的行政规制环境政策,导致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进而导致环境污染越

严重,环境投资越高.在增长方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的提高都能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提高经济水平.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两种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第一,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对模型(１４)重新进

行估计;第二,使用COD排放强度替代SO２排放强度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前者的目的在于避免估

计方法人为选择的问题,后者的目的在于检验结论对不同种类污染物的适用性,具体实证结果如表３
和表４所示.

通过表３和表４的实证结果来看,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与环境污染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较为

稳健.在表３中,我们使用２SLS法替代３SLS法对模型(１４)重新估计后,总转移支付、各类转移支付

依然均与SO２排放强度正相关,除税收返还的影响未能通过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他转移支

付的弹性系数均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合污染方程和增长方程来看,转移支付增加财政

支出,财政支出提高了具有污染性的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依然成立.在表４中,我们依然使用３SLS
法估计以化学需氧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模型,所得结论与基本回归中一致,即转移支付与环境污染

存在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类别的污染物之间存在一定的普适性,并具有相同的传导机制.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了探讨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纵向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本文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除西

藏自治区以外的中国大陆地区３０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从理论和

实证两个层面对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经济发展动机是造成转移支付具有环境污染效应的根本原因,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有

动力将财政支出用于推动经济增长,伴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转移支付具有显著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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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其次,税收返还会加剧地区的环境污染,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进一步追求经济增长

和税收增长,导致因发展而带来的环境污染效应加剧.再次,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同样存在着正向影

响,但是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不同.最后,一般转移支付的环境效应

是由于激励获得较多转移支付的地区加快发展赶超发达地区,带来的“粗放型”发展污染加剧,专项转

移支付对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源于政策制度的固有缺陷,使得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未能发挥应

有的改善作用.
　表３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

总转移支付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分类转移支付Ⅰ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分类转移支付Ⅱ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trp
０．１５６∗∗∗

(３．９８)

trpＧtr
０．１００ ０．０８６
(０．９７) (１．０６)

trpＧuntr
０．１６４∗∗∗

(３．９６)

trpＧgtp
０．１６１∗∗∗

(４．９３)

trpＧstp
２．５２１∗∗∗

(１５．１４)

gdp
０．８１９∗∗∗ ０．８７０∗∗∗ ０．１２９
(２．９０) (２．９０) (０．５６)

ind
０．１０２ ０．１８６∗∗∗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６∗∗∗ ０．２２０ ０．１８６∗∗∗

(０．５３) (４．９３) (０．５５) (４．９３) (１．４７) (４．９３)

dp
０．２７３ ０．２９５ ０．０７７
(１．０９) (１．１５) (０．３８)

eiv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９
(１．９２) (１．９３５) (－０．４７４)

gfe
０．２１３∗∗∗ ０．２１２∗∗∗ ０．２１３∗∗∗

(７．８０) (７．８０) (７．８０)

fiv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０．１３７∗∗∗

(８．９６) (８．９６) (８．９６)

hc
０．３９３∗∗∗ ０．２９４∗∗∗ ０．２９４∗∗∗

(２．６５) (２．６５) (２．６５)

cons
－５．７０８∗∗∗ －０．５０１∗ －５．８１３∗∗∗ －０．５０１∗ －６．４２６∗∗∗ －０．５０１∗

(－５．７４) (－１．７３) (－５．７９) (－１．７３) (－８．１７) (－１．７３)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９６１ ０．９８６ ０．９６１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６

Chi２ ２３６．２４ ６６８．１３ ２２８．８７ ６６８．１３ ３６７．９６ ６６８．１３

N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扭转转移支付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不利影响,建立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纵

向转移支付制度,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环境保护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比重,通过顶

层设计引导,促使地方政府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树立绿色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第二,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缩小税收返还规模,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地方财

力,弱化地方发展激励,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用途进行严格审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三,创新

转移支付制度,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具有绿色导向的转移支付制度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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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化学需氧量(COD)估计结果

总转移支付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分类转移支付Ⅰ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分类转移支付Ⅱ

污染方程 增长方程

trp
０．１１１∗∗∗

(３．９６)

trpＧtr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９∗∗∗

(３．００) (２．７５)

trpＧuntr
０．０９５∗∗∗

(３．２１)

trpＧgtp
０．０９９∗∗∗

(３．４１)

trpＧstp
０．７２２∗∗∗

(４．８７)

gdp
１．００３∗∗∗ ０．９５６∗∗∗ ０．７７８∗∗∗

(４．６６) (４．２２) (３．６１)

ind
－０．００９ ０．１８４∗∗∗ －０．０３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７ ０．１８４∗∗∗

(－０．０６) (５．１１) (－０．２５) (５．１２) (－０．０５) (５．１２)

dp
０．９７１∗∗∗ ０．９４２∗∗∗ ０．８９３∗∗∗

(５．３８) (５．１７) (４．９８)

eiv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１
(２．２０) (２．１１) (１．１９)

gfe
０．１８８∗∗∗ ０．１８７∗∗∗ ０．１８９∗∗∗

(７．６１) (７．５７) (７．５２)

fiv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７∗∗∗

(１０．５９) (１０．５８) (１０．４２)

hc
０．４３１∗∗∗ ０．４３４∗∗∗ ０．３９７∗∗∗

(４．３８) (４．４１) (３．９８)

cons
－４．１２５∗∗∗ －０．８４３∗∗∗ －３．８３２∗∗∗ －０．８５４∗∗∗ －３．９９８∗∗∗ －０．７６５∗∗∗

(－５．６３) (－３．２５) (－５．２４) (－３．２９) (－５．６１) (－２．８９)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２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６ ０．９８６ ０．９７８ ０．９８６
Chi２ ２２０３５．４９ ３６７１２．２８ ２２１８９．９７ ３６７０２．４０ ２３９８８．２８ ３６７６３．６３
N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５４０

注释:

①人均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及小学∗１＋文化程度人口数∗６＋初中∗９＋高中∗１２＋大专及以上∗１６)/６岁以上抽样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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